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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生宙(距今约5.7亿年)是地球历史上地质记录保存最完 

整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 地球经历了频繁的地壳运动和气候 

演化, 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等圈层也持续变化, 生物多样 

性显著增加. 全球平均地表温度(global mean surface tempera
ture, GMST)是地球气候演化的一个关键指标, 其长期历史记 

录有助于深入理解温度与其他圈层之间的相互关系. 然而, 
与研究深入的小范围地质年代单元(如新生代)相比 [1,2], 显生 

宙的温度更低、变化幅度更小 [3~7], 这表明目前对显生宙温 

度演变历史的认识可能还不够准确. 因此, 准确重建显生宙 

时期的GMST, 对于了解地球生命演化历史以及预测未来气 

候演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 一些地质资料(如底栖有孔虫氧同位素记录) 

常用于重建显生宙的GMST [3,4]. 然而, 这些资料在时间和空 

间上分布不均, 且因年代久远其完整性和可靠性也会降低, 
从而影响GMST的重建结果. 此外, 虽然地球系统模型(earth 
system model, ESM)也可用于重建GMST [5~7], 但这种方法依 

赖于对模型边界条件的设定(如温室气体浓度和冰盖体积). 
由于远古时期的边界条件难以准确界定, 所以可能导致重建 

结果与地质证据存在差异.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Judd等人 [8]的 

研究中开发了一种创新性研究方法, 即显生宙数据同化(pha
nerozoic data assimilation, PhanDA). 这种方法结合了地质资 

料和模型模拟的双重优势, 可用于探索显生宙气候的时空变 

化模式. 具体来说, 本研究利用“离线集合卡尔曼滤波”算法, 

通过数据同化技术将地质资料和模型模拟结果进行统计整 

合 [9], 重建了过去4.85亿年以来GMST的演化历史. 研究使用 

的地质资料主要来自显生宙海表面温度(PhanSST)数据库 [10], 
该数据库包含了全球海表面温度数据; 模型模拟则基于英国 

哈德利中心耦合模型(HadCM3L) [11,12], 该模型能够模拟大气、 

海洋和植被等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显生宙时期的地球温度演化历史表明, 过去4.85亿年的 

地表温度在11°C(第四纪更新世, 12.9~1.17万年前)和36°C(白 

垩纪土伦阶, 93.9~89.39百万年前(Ma))之间变化, 整体表现为 

先降低再升高随后又降低的变化趋势(图1). 地球气候的主要 

演化特征为: 在古生代, 奥德纪初期的地球处于温暖状态 

(~32°C; 485 Ma), 随后温度逐渐降低并进入较冷的赫南特期 

(~20°C; 445.21~443.07 Ma). 这一降温过程可能与冈瓦纳大陆 

扩张、海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的全球环流变化有关, 期间发 

生了显生宙第一次生物大灭绝, 即“奥德纪末期生物灭绝事 

件”. 虽然赫南特期的温度(21°C)高于其他冰川作用期, 但中 

高纬地区的温度低于冰点并形成了广阔的冰盖. 志留纪初期 

延续了低温特征, 但后期的温度急速升高, 在进入泥盆纪后 

又有所降低. 整体来看, 泥盆纪的温度仍然高于志留纪. 泥盆 

纪中期的温度有小幅上升并在弗拉斯期(378.9~371.1 Ma)达 

到较高值(约28°C), 这与维柳伊河和第聂伯河大火成岩省侵 

位密切相关; 随后温度开始降低, 并发生了显生宙第二次生 

物大灭绝, 即“晚泥盆纪生物灭绝事件”. 之后温度持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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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入石炭纪, 在石炭纪中期降至较低值(12°C), 仅次于更新 

世的最低温度. 随后温度又逐渐升高并进入二叠纪, 虽然二 

叠纪的温度仍然较低, 但变化幅度较大. 在二叠纪末期发 

生了显生宙期间最惨烈的一次生物大灭绝, 即“二叠纪末 

生物灭绝事件”, 这时超过90%的海洋物种和70%的陆地物 

种灭绝 [13,14]. 进入中生代, 在三叠纪初期的印度期(251.9~ 
249.88 Ma)发生了一次突然变暖事件, 随后发生了西伯利亚 

地盾火山爆发. 在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温度都表现出逐渐升高趋势, 并在白垩纪的土伦阶期间达到 

最高值(36°C). 但是, 在白垩纪后期(~90 Ma)突然降至25°C左 

右, 这一降温过程可能与火山喷发有关. 火山喷发释放的二 

氧化硫(SO 2)气溶胶可能在大气中形成“阳伞效应”, 反射太阳 

辐射并导致全球降温. 其中, 在三叠纪末期温度波动时和白 

垩纪末期温度最低时分别发生了显生宙的第四次和第五次 

生物大灭绝, 即“三叠纪末生物灭绝事件”和“白垩纪末生物灭 

绝事件”. 进入新生代后, 受碳同位素负偏和北大西洋火成岩 

省侵位事件的影响 [15,16], 温度在古近纪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 

事件(PETM)期间达到最大值(~34°C). 这种高温状态一直持 

续到始新世早期, 其变化趋势与Hönisch等人 [17]重建的大气 

二氧化碳(CO 2)浓度变化基本一致. 晚始新世之后, 温度逐渐 

下降, 并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小波动后降至显生宙的最低温度 

水平(11°C); 但重建的大气CO 2浓度在这个时期基本不变, 这 

可能反映了海洋环流、反照率和热量传输变化等因素对气 

候演变的影响 [18]. 另外, 从图1中可以看出, 全球冰覆盖范围 

与温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这可能是因为低温导致更 

多降雪, 直接增加了冰川积累量; 而低温又减少了冰川消融 

量, 当冰川的积累量大于消融量时, 便导致了冰川范围的扩 

张. 然而, 在冰覆盖范围扩大的过程中, 温度变化是否也同样 

受到冰覆盖范围扩张的影响, 目前尚无定论. 
基于重建的全球地表温度记录, Judd等人 [8] 将显生宙时 

期的地球气候划分为五种变化模式, 即冰期(11~18°C)、冷期 

(18~22°C)、过渡期(22~25°C)、暖期(25~28°C)和热期 

(28~36°C), 并进一步将冰期和冷期定义为“冰室气候”、暖期 

和热期定义为“温室气候”. 研究结果显示, 在过去的4.85亿年 

间, 温室气候占据主导地位, 占显生宙总时长的41%; 冰室气 

候和过渡期气候分别占31%和27%, 其中冰室气候中的冰期 

模式最接近现代地球气候的变化模式, 但仅占显生宙总时长 

的13%. 另外, 通过对比不同气候模式下纬向梯度温度的平 

均值发现, 高纬地区的温度差异最大, 低纬地区的差异不明 

显, 这表明温度与热带-极地的纬向温度梯度(latitudinal tem
perature gradient, LTG)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比如, 在显 

生宙期间, 热带-极地的温度差值在冰期模式下为30~48°C, 而 

在热期模式下为14~25°C. 因此冰室气候下的纬向温度梯度 

比温室气候下更大, 而冰期和冷期模式之间的纬向温度梯度 

差值较小. 由于在计算温度时采用了面积加权平均, 且热带 

地区的面积约占地球表面的40%, 所以热带地区的温度对全 

图 1 (网络版彩色)过去4.85亿年以来地球表面温度的演化过程. 黑色实线表示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的中位数/中值, 周围的阴影对应百分位数. 
顶部的灰色区域表示冰覆盖范围的纬向变化. 垂向的红色虚线指示大规模生物灭绝时间, 水平的黑色虚线指示温室气候和冰室气候与过渡期 

的分界线. 修改自文献[8] 
Figure 1 (Color onlin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Earth’s surface temperature since 485 million years. The black solid line shows the median, and the 
shading around it corresponds to the ensemble percentile. The top gray area shows the latitudinal variation of the ice extent. The vertical red dashed line 
shows the time of mass extinctions, and the horizontal black dashed line show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greenhouse and icehouse climates and the 
transition period. Revised from Ref.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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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地表平均温度具有显著影响, 即热带地区温度越高、 

GMST也越高. 
基于前人研究结果 [19,20], Judd等人 [8]深入研究了大气CO 2 

浓度对温度变化的影响. 研究发现, 温度与大气CO 2浓度之间 

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这进一步证实了大气CO 2浓度是全球 

温度变化的关键驱动因子这一经典推论 [21,22]. 这种相关性在 

不同地质时期存在明显差异, 在新生代最显著、古生代较 

强、中生代较弱. 进一步分析中生代大气CO 2浓度与温度的 

关系发现, 在重建大气CO 2浓度时使用了四种代用资料, 但没 

有任何一种资料在所有资料中占主导; 而且由于这个时期不 

包含冰期和冷期模式(与古生代和新生代不同), 所以气候模 

式的变化范围比古生代和新生代要小. 因此, 中生代大气CO 2 

浓度变化范围较小且不确定性很大, 研究CO 2与温度的关系 

更加困难. 此外, 重建的大气CO 2浓度在白垩纪中期的温室条 

件下并没有升高 [23], 这使得CO 2与温度的关系更加模糊. 这说 

明, 温度变化可能与大气CO 2浓度变化无关, 但更可能的原因 

是, 目前对于如何利用不同的代用指标来解译过去大气CO 2 

浓度变化的认识还不够深入. 为解决这一难题, 需要进一步 

探索大气CO 2浓度和温度变化的代用指标. 另外, 大气CO 2浓 

度与温度之间的线性回归率表明, CO 2浓度每增加一倍, 温度 

就升高7.7±0.3°C. 这个温度变化值在新生代(8.2±0.4°C)、古 

生代(7.8±1.5°C), 以及新生代和古生代的组合(8.0±0.4°C)中 

都适用. 这表明, 如果大气CO 2浓度已知, 那么显生宙的全球 

地表温度是高度可预估的. 
虽然Judd等人 [8]重建的全球地表温度与其他地质记录或 

证据基本一致, 但在某些时期存在明显偏差. 比如, 石炭纪和 

二叠纪的寒冷气候与晚古生代的冰期记录基本一致, 但其最 

小温度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冰覆盖面积最大的时间 [24]. 推测这 

种差异与关键地质资料的缺乏和对现有数据的解译困难有 

关, 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地质资料能够反演的气候信息. 除 

了大气CO 2, 太阳辐射和其他温室气体对显生宙地球温度也 

存在一定影响 [25], 但其作用机制以及它们与CO 2之间是否存 

在某种联系尚不明确, 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可见, 如果 

温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是已知的, 那么可以根据现在的 

环境条件更准确地预测未来的气候演化. 因此, 准确重建过 

去地表温度和大气CO 2浓度的演化过程, 不仅有助于了解地 

球气候的演化历史, 还有助于预测未来地球气候的演化方向, 
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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